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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和盛泽
沈莹宝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项目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其中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运河，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1700余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它的建成，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沿线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京杭大运河流经平望后，有东、中、西三条支线通向杭州。东线为古运河，从平望莺脰湖进入盛泽境内，沿黄家溪村的北缘向东，再转向南，经幸福、群铁村的东缘进入浙江，经嘉兴到杭州；其中流经盛泽的河段长约10.8公里。中线自平望草荡进入澜溪向南，流经盛泽新城区进入桃源，经乌镇到杭州；其中流经盛泽的河段长约10公里。西线从平望向西，经頔塘到湖州，再转向南到杭州。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更好地发挥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功能，交通部门决定对大运河进行改造，提高大运河的通航等级和运输能力。由于经澜溪到杭州的中线航道，要比经嘉兴到杭州的东线航道河面更宽，因此决定将中线定为京杭大运河的正线来进行改造。改造后达到三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千吨级船舶。
京杭大运河的东线和中线，一左一右，一东一西，如两条臂膀把盛泽紧紧地揽在怀中，也把盛泽和有着天堂美誉的苏州和杭州连结在一起，使盛泽得以发展成为“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中国丝绸之都。可以说京杭大运河就是盛泽的母亲河。
大运河对于丝绸之都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盛泽地区湖荡密布，河港纵横，大运河把盛泽四周的数十个大小湖泊和无数条大小河港连结成一个巨大的水网系统。盛泽的先民在这片地势低洼的土地上，疏通河道，修筑圩堤，开垦良田，种植稻麦和桑麻，发展丝绸产业。同时，也正是依托了这条交通大动脉，五湖四海的丝绸商人汇聚到盛泽，盛泽的丝绸也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销大江南北。
尤其到了近代，随着产能的提升，盛泽的丝绸产品亟需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清代晚期，一批眼光敏锐的盛泽绸庄业主，悉心筹划，锐意进取，纷纷走出盛泽，沿着运河走向苏州、上海，设立“苏庄”和“申庄”，寻找向海外拓展销路的商机。具有了国际视野的盛泽绸商，开风气之先，携产品勇闯世博会，并一次次地荣获世博会大奖，极大地提升了盛泽丝绸的名声和影响力。正是依托了大运河的种种便利，盛泽才得以发展成为富庶的丝绸之都。
连结着大运河的江南水乡，在造就了盛泽丝绸产业的同时，也孕育了富有特色的丝绸文化，积淀了丰富多彩的丝绸文化遗产。
位于五龙路口的先蚕祠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盛泽丝业界同仁集资公建的蚕神庙兼丝业公所，“规模之宏敞，建筑之精美，居江南之首”。被民间尊为“蚕花娘娘”的蚕神嫘祖，慈眉善目，手捧雪白的蚕茧，端坐于大殿中，为广大蚕农丝商保佑丰收。相传小满日为嫘祖的诞辰，丝业公所每年请来戏班，在古戏台上演三天“小满戏”为之庆贺。开戏之日，远近的镇民蚕农蜂拥而至，如潮似涌，蔚为大观。《盛湖竹枝词》云：“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作为江南地区仅存的蚕神庙，先蚕祠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满戏也成为先蚕祠的一项传统活动。
盛泽的绸市形成于明嘉靖前，至今已延绵了整整500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这是对500年前的盛泽绸市最真切的诠释。
现存的“庄面”建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是一幢封闭型的建筑，内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和两条东西向的夹道，道路两侧都是一式的店面，为绸行和领户丝绸交易的场所。由于生意兴隆，店面不敷使用，于是四周又相继建成南庄、徽州庄和一排排类似的店房，形成了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和庄横头。作为盛泽绸市的中心，这里集中了众多的绸行、丝行、领户、筘店、梭子店、机料店和纹制工场等，它们的交易活动左右着盛泽城乡乃至江浙广大地区丝绸业的兴衰。
绸市的兴旺，引来了海北天南的丝绸客商，于是盛泽呈现了“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的盛景。自清顺治至嘉庆的200年里，盛泽相继建成了金陵、任城、山西、徽宁、宁绍、济东、绍兴、华阳等八大会馆，形成了吴江独一无二的会馆文化。一个乡镇竟然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八个绸商会馆，这种现象为“全国所仅见”，盛泽丝绸贸易的繁荣也由此而可见一斑。
盛泽人世代以丝绸为业，植桑、育蚕、缫丝、织绸，以机为田，以梭为锄，夫织妻络，父业子承，繁荣了丝绸产业，凝聚了“重商、务实”的独特民风和“包容、开放”的经济文化特色；并以商养文，以文兴商，形成“黉宫蜚声”的现象，先后走出了史鉴、周用、周宗建、卜舜年、柳如是、计东、钮琇、郑辟疆、邵力子、刘天韵、潘文渊、程开甲、徐景藩、唐仲英、郑兰荪等一批名闻遐迩的名臣、诗人、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和各行各业的英才。
千百年来，大运河沟通了盛泽和外界的联系。盛泽人和盛泽的丝绸沿着大运河走向了世界，繁荣了盛泽的经济；许多帝王将相和文化名人也沿着大运河走进了盛泽，拓宽了盛泽的文脉，繁荣了盛泽的文化。
1300年前，唐朝大诗人李白沿着大运河来到盛泽，寻访在这里隐居的好朋友屈突氏。他在运河旁的寨湖明府厅写下了诗篇《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如今，“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已经成为描绘吴江风光的历史名句。
宋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赵构沿着大运河逃亡杭州。据说他的龙舟在途径盛泽的时候，突然“有泉腾跃，绕帝舟左右”。宋高宗心中大喜，认为这是宋朝转危为安的吉兆，于是下令在此停舟三日，并且在此筑亭，将随从官员的名字刻于石碑上，以志纪念。这停舟之处就名为“睡龙湾”。宋高宗当时因为暑热而得病，黄家溪有一位名叫史正志的书生“凿地得泉”，将泉水进奉给宋高宗饮用；高宗服用后，暑病随即得愈。后来史正志得中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据说这口井的水异常清冽，能治暑热之病，后人称之为“侍郎井”。
宋朝大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年）乘舟经大运河、长江赴四川任夔州通判。他在《入蜀记》中，记述了途径盛泽的时候看到的景况，说：“居人繁夥，卖鮓（一种腌制的鱼）者尤众。道旁多军中牧马。运河水泛滥，高于近村地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女足踏水车，手绩麻不置。”这段话，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盛泽农村的生活场景。
此后，运河畔的穆和溪又来了一位归隐林下的高官——黄由，他的到来为盛泽留下了一段颇具文化意蕴的佳话。黄由（1150-1225年），字子由，号盘野居士，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的状元，先后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这位状元公擅长诗文，又十分崇尚恬淡的田园生活。他深爱穆和溪的清旷景色，故而晚年在此定居，在溪边的大家浜建造了“尚书第”和诸多楼台亭阁。黄由死后，他的后裔就繁衍于此，于是这条溪被称作黄家溪。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昆山名士顾德辉为了躲避战乱，来到偏僻雅静的盛泽，在运河旁的小珣圩建造了一座来远楼。顾德辉又名阿瑛，是一位轻财尚义的富豪文人。来远楼建成后，四方名士纷纷来此雅集，“高会唱酬，极一时之盛。”
在盛泽，还流传着建文帝四顾黄家溪的故事。相传黄家溪的富户史仲彬，曾任徐王府宾辅。明建文四年（1402年）6月，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攻破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扮作僧人仓皇出走，与史仲彬在神乐观会合后，乘船沿着运河到黄家溪史家避难，随后又辗转逃亡滇南、西粤、荆楚等地。建文帝在四处逃亡的数十余年里曾四顾黄家溪，留下了一段奇闻。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史仲彬从亡一事得到昭雪，后又追谥“忠献”，在黄家溪建史忠献公祠，并入祀苏州五百名贤祠。
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曾六下江南，沿着运河观赏两岸风光。其中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还在盛泽运河旁的积庆寺住了一宿，积庆寺因此而改名为吉庆寺，留下了一段轶闻。
大运河不仅为盛泽孕育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也为盛泽造就了景色秀美的水乡风貌。早在明代，盛泽就有五桥晴市、竹堂古祠、圆明晓钟、目澜夕照、西湾渔舍、东漾划船、龙庵待渡、凌巷寻芳等“盛湖八景”称于世；至清代，又有重湖烟雨、白洋夜月、葭潭流泉、红梨晚渡、石门遗筑、龙庵借读、白马晨钟、香波夕照、西湾渔舍、文起朝霞等“盛湖十景”和帝阁朝霞、龙湾夕照、长春夜月、积庆晓钟、合路风帆、寨湖烟屿、南滩问渡、北角观鱼等“黄溪八景”名闻遐迩。
如今，盛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旖旎的水乡风貌。近年中，在恢复旧景的同时，还相继建成了运河公园、潜龙渠公园等一批运河新景点，它们已经成为盛泽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沿着澜溪的东西两侧，是一座总长2.2公里的运河公园。它北起白龙港，南至目澜路，设置了沿河步道、亲水平台、游船码头和个性化的置石广场。整座公园掩隐在一片绿野中，生机盎然，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亲水活动场所。
潜龙渠公园是位于澜溪旁的一个敞开式都市生态公园，面积达930亩。它的中心是大片的湖水，四周由一条环形的健身步道串联起各个景区，有风帆雕塑、音乐喷泉、长龙卧波、悬索飞屿、双台烟雨、曲径杉林、九龙衔珠、白色沙滩等，展现了自然、生态的现代理念，并兼具观赏、休闲、健康等多重功能，已经成为盛泽的一处新地标。
运河文化是盛泽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好运河文化，必将为打造经济文化持续繁荣的新绸都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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